
农业发展与结构变迁:
促进还是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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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

于农业发展对结构变迁影响的两种相互冲突观点的根源及其最新研究进展。
传统研究在假设经济体是一个有效封闭系统条件下，认为农业生产率进步是

结构变迁的基础动力。但新的研究发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于比较优势

原理，农业生产率进步或扩张会对本土制造业等非农部门的发展产生 “挤

出”效应，从而抑制经济结构变迁。在中国，尽管经济学界及政府部门普

遍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制造业等现代部门发展的源动力。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未遵循传统发展经济学家所推崇的 “先农

业 － 再工业 － 后服务业”结构变迁发展路径，而是在农业基础并不牢靠的

情况下坚持走工业化之路，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最后，作者尝试提出

该领域在中国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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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结构变迁，即资源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主要经济部门的再分配，是经济发展

的重要特征 (Herrendorf et al. ，2013)。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比重

开始下降，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迁移并求职于工业和服务业部门 (Clark，1940;

Lewis，1954; Kuznets，1957)。早期的研究也证实，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确实伴

随着这种结构变迁 (Bustos et al. ，2016)，这些文献为我们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驱动

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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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基于英国工业革命等发达国

家的历史经验，传统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提高农业生产率是一国发展战略成功与否的基

础 (Matsuyama，1992)。但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通过比较研究

得出了与传统发展经济学家相反的结论，即农业生产率进步与工业化进程存在负的反

馈关系。Matsuyama (1992)、Bustos 等 (2016) 认为，存在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在

于研究过程中是否考虑经济体的开放性这一关键假设的影响。尽管已有大量关于农业

发展与经济结构变迁的理论文献，但现有的理论和模型仍无法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分

析框架，且检验这些理论模型机制的实证文献也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

综述研究，系统性梳理农业发展与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机制，为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农业的作用，提供理论参考。

二、农业发展与结构变迁: 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

一直以来，关于农业发展是促进工业化、经济结构升级基础的传统观点牢牢占据

着发展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然而，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及非传统工业

强国经济结构变迁的研究却发现，农业部门的发展会对制造业等非农部门的扩张产生

“抑制”作用，形成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截然不同、相互冲突的观点 (见图 1)。

图 1 农业发展与结构变迁关系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现有文献观点进行绘制。

( 一) 结构变迁进程中的农业基础性地位

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农业部门在工业化进程、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基

础性作用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农业部门的发展支撑着总体经济的发展 (Vo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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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Johnson，2000; Gollin et al. ，2002; Nunn and Qian，2009)，并且这种观点

“从未受到挑战”(Timmer，1988)。例如，Nurkse (1953) 就声称 “没有农业革命就

不会有后来的工业革命”。Ｒostow (1960) 也强调 “农业生产率的革命性变化是经济

成功起飞的基础条件”。
Matsuyama (1992) 认为这种传统观点的形成，部分是基于对英国工业革命历史

进程的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率进步与工业化之间存在正向关联。Bustos 等 (2016) 认

为古典的结构变迁模型主要是通过构建两种重要机制来证明农业生产率进步可以促进

工业增长。
第一种是需求机制: 即认为农业生产率进步会提升个人收入从而增加对工业品的

需求，通过最终消费需求的增加来促进工业化。早期的理论研究，如 Ｒosenstein-
Ｒodan ( 1943 )、Nurkse ( 1953 )、 Lewis ( 1953、1954 )、Ｒanis 和 Fei ( 1961 )、
Fleming (1955) 等都强调了农业生产率进步可以通过提升国内需求来促进制造业发

展。在实证研究方面，Ohkawa 和 Ｒosovsky (1960) 证明了日本在经济起飞之前经历

了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同时 Johnston 和 Mellor (1961) 也证实了这段时期日本

农民的需求对制造业增长产生了重要作用。与日本类似，战后的中国台湾也经历了农

业部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Thorbecke，1979)，农民的需求在台湾工业化初期也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Ｒanis，1979)。与此同时，这种对工业品相对需求的增加也导致了劳

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的再分配效应 (Murphy et al. ，1989; Kongsamut et al. ，

2001; Gollin et al. ，2002)。
第二种是供给机制: 如果农业部门生产率快于制造业并且农产品和工业品是消费

互补的，那么农产品的相对需求增长会慢于农业生产率 ( 即农产品的供给大于需

求)，产生农 业 劳 动 力 剩 余，促 使 劳 动 力 由 农 业 部 门 向 工 业 部 门 转 移 (Baumol，
1967; Ngai and Pissarides，2007)。传统观点认为农业部门生产率的进步主要通过供

给食品、释放剩余劳动力以及提供金融资本支持等三个方面来支持工业部门发展

(Matsuyama，1992)。
除此之外，Acemoglu 和 Guerrieri (2008)、Caselli 和 Coleman (2011) 等学者研

究表明，当部门间生产要素密度存在差别时，某一生产要素供给增长相对较快也会产

生这种劳动力由农业向制造业转移的要素再分配效应。①

( 二) 农业部门扩张对现代部门发展的 “抑制”
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对不同国家或区域发展过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关于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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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cemoglu 和 Guerrieri (2008) 通过构建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了基于生产部门要素比例 ( 如资本

与劳动比) 不同的非均衡增长框架。该模型认为，短期内要素比例不同会导致部门间增长的差异，由于要素边

际生产力递减效应，部门间要素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致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再分配，当部门间要素比

例相同时 (部门间要素流动停止) 便达到稳定的长期均衡状态，证实了经济增长的“卡尔多事实” (Kaldor
Facts)。在此基础上，Caselli 和 Coleman (2011) 从部门间初始要素比例非均衡出发，实证检验了美国结构变迁

与南北区域趋同之间的内在机制。



率进步会促进制造业增长的观点并不总是成立。Mokyr (1976) 通过比较比利时和荷

兰的工业化进程以及 Field (1978) 和 Wright (1979) 分别对美国新英格兰和南部地

区的工业化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制造业和农业部门在劳动力使用方面存在竞争关系，

农业生产率低则意味着有大量剩余的廉价劳动力供制造业部门使用，农业生产率提高

则会阻碍制造业发展 ( 原因在于劳动力会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即比较优势法

则)。这也就可以解释农业更发达的荷兰工业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的

比利时和瑞士，以及在美国南北战争前期，工业化 ( 主要是纺织工业为主导) 发生

在新英格兰而不是农业更发达的南部的原因。
通过对美国奥加拉拉县经济结构长期变化的研究，Hornbeck 和 Keskin (2012)

发现，由于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奥加拉拉县的农业在二战后产量大幅增加，但与

邻近县的发展相比，奥加拉拉县的农业增长仅仅在短期内促进了本地非农部门的发

展，从长期来看，尽管奥加拉拉县农业经历了长时期的扩张，但非农部门的发展则受

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由此，Hornbeck 和 Keskin (2012) 总结了农业部门扩张 “抑

制”制造业等非农部门发展的两种竞争渠道: 第一，由农业生产率提升所导致的农

业部门扩张会增加农业土地价值和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从而提高制造业等非农部门

的土地和劳动力使用成本; 第二，农业部门的扩张会通过共享基础设施、提升本地消

费价格指数等渠道造成基础设施拥挤、居民生活成本上升等结果，从而造成非农部门

生产成本的上升。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减少农业补贴，特别是提高农业用水成本

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而不会损害非农部门的经济发展 (Ｒosegrant and Binswanger，
1994; Thobanl，1997; Easter et al. ，1998)。①

( 三) 封闭与开放: 理解两种观点相互冲突的关键假设

通过文献研究，Matsuyama (1992) 注意到，“农业发展是结构变迁的基础”这

一传统观点隐含着重要假设，即经济是一个有效的封闭系统。这种假设可能适合于英

国七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革命时期，但对目前众多发展中

国家的研究可能并不适用。②

在开放贸易体系中，由于价格主要形成于世界市场，一国或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

极有可能转化为“劣势”。例如，如果一国或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而在农业部门生

产上具有相对优势，则表明其在制造业部门具有相对劣势，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农业

部门的高生产率和高产出会对制造业部门产生 “挤出”效应; 反之，由于自然条件

匮乏而在农业部门生产上具有相对劣势的国家和地区，反而有利于本土制造业初始比

较优势的形成。“东亚奇迹”表明，一国或地区可以通过依赖对外贸易 (即进口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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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估计校准后的投入—产出模型发现，允许农民出售水权并减少灌溉面积会损害本

地非农经济 (Howe et al. ，1990; Howe and Goemans，2003)。
由于贸易全球化的快速发展，鲜有国家处于对外经济封闭的情形，因此以封闭为基本假设的理论分析

对研究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显然是难以符合现实的。



品和原材料，同时出口工业品) 来成功进行工业化，而不需要依靠本土农业部门的

支撑 (Matsuyama，1992)。从知识溢出和 “干中学”的视角也可以解释以农业为主

的国家在开放条件下经济结构变迁受到制约的原因 (Grossman and Helpman，1991;

Stokey，1991; Young，199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要素禀赋的不同，往往形成

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如高端制造业或服务业) 为主而发展中国家则

以资源劳动密集型的行业 ( 如农业和低端加工制造业) 为主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普遍知识技术水平较低，具有 “有限学习机会”的特点，难

以吸收发达国家通过高技术产品输出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制约了本国的结构变迁和

经济增长。
由于传统的结构变迁理论框架无法解释 20 世纪拥有广袤且肥沃土地的阿根廷经

济增长为何远远落后于自然资源比较短缺的日本，Matsuyama (1992) 在 Ｒicardo-
Viner-Jones 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结构变迁模型。该模型认

为: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是工业化的基础或前提; 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

于比较优势原理，农业生产率进步或扩张会对本土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产生 “挤出”
效应，导致经济体的长期“去工业化”，从而抑制总体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Bustos 等 (2016) 还从技术特征角度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

率进步与结构变迁的关系，以巴西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该研究表明: 在开放经济条

件下，农业生产率对结构变迁作用取决于农业技术变化的 “要素偏向”特征，即如

果农业部门采用了“劳动节约型”技术则会促进工业化进程，而如果农业部门采用

的是“土地扩张型”技术则会阻碍工业化进程。

三、中国实践: 农业基础性地位的普遍共识与

工业化道路优先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从占世界不到 10%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0% 多人口的结果来看，

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学界及政府关于农业发展对

经济增长基础性作用的认识。从国内学者已有研究成果来看，普遍认为农业发展会促

进工业化、城市化等结构变迁进程，鲜有学者指出农业部门的扩张会 “抑制”国内

制造业等现代部门的发展。
( 一) 农业基础性地位认识的普遍性

蒲淳 (1999) 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农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基础性地位一直未有改变，主要体现在不可替代性、缓冲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等

四个方面。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张红宇，2000)，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剩余积累是各

国发动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李溦、冯海发，1993)，而农业剩余产品供给不足则会造

成工业化进程停滞 (叶兴庆，1992)。冯海发和李溦 (1993) 认为，在中国工业化进

程中，农业曾一直是工业部门扩张所需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并主要通过税收、“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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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差”和储蓄三种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张培刚 (1949) 从农业部门与制造

业部门之间的互动协调机制出发，认为农业部门发展有助于促进工业化进程，而制造

业部门发展也有助于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黄泰岩和王检贵 (2001) 则提出

了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基础性地位的变迁假说，认为: 在工业化初期，农业部门主要通

过提供剩余产品、劳动力等要素来支持非农部门的发展; 到工业化中期，农业的市场

贡献占据重要地位; 工业化高级阶段，农业的产品贡献会重新凸显。陈宗胜和黎德福

(2004) 认为农业部门向现代非农业的转移是解释 “中国增长奇迹”的重点，而能否

促进农业技术持续进步是实现中国当前经济结构高级化的关键。
此外，中国农业发展不仅很好地满足经济增长对农业产生的需求，还为宏观经济

充当了制度供给者的角色 (李谷成等，2014)，诸多改革发轫于农村和农业，如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以及土地产权变化等 (Lin，1992; 林毅夫、
李周，1995; Fan and Pardey，1997; 黄少安等，2005; 冀县卿、钱忠好，2010)。

除学者们的重视，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视为安邦定国的首要产业 ( 蒲淳，

1999)，新时期的中国政府更是如此。1982 ～ 1986 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以 “三

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 为主题的 “中央一号文件”，① 从中央层面对中国农业

发展、农村改革和农民增收做出具体部署。2004 ～ 2017 年，中共中央又连续十四年

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时期的“重中之重”地位。
( 二) 中国工业化之路并未建立在农业革命基础之上

尽管中国学界及政府相关部门普遍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为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提供基础原动力。然而，当中国经济于 1978 年开始腾飞时，却并没有发

生“壮观的农业革命”(章元等，2012)。
中国现代经济起步于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 (黄宗智，1992)，面临人口压力、就

业严峻、农业薄弱等问题，不利于工业化发展 (张培刚，1992)。然而，新中国成立

后并未采取先打好农业基础再发展工业的做法，而是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

战略，遭到国内外很多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

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为了国防的需要而大力发展与其相关的重工业具

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发展重工业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比较优势 ( 林毅夫等，

1994; 林毅夫，2010)。通过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城市偏向政策转移农业利润

来加速发展城市部门的重工业 (章元等，2012)，造成中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在

结构上存在扭曲，导致逆向的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 陈斌开、林毅夫，

2010、2013)。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继续实施有利于制造业而不利于农业的城市偏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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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实施利于工业化的城市偏向政策会扭曲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

场 (Carter，1997)，导致农业增速下降 (Yang and Cai，2000)，影响人力资本投资

并最终不利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Yang，1999)。尽管该政策遭到众多经济学家的批

评，但是中国经济却从 1978 年以后保持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也出现

了大幅下降 (章元、许庆，2011)。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经济学家们都一致强调农业发展对于经济腾飞的重要性，但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未遵循传统发展经济学家所推崇的 “先农业 － 再工业 －
后服务业”结构变迁发展路径，而是坚持走工业化之路。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及

经济学界对“工业化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张培刚，1992) 这一

观点的极力认可。但 Krueger 等 (1992) 批评道，发展中国家政治精英将经济发展作

为主要社会目标，而工业化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道路，农业则认为是可以被歧

视和剥削剩余来补贴工业的，遗憾的是，这些想法得到了政策的支持，却未受到当时

经济学知识的挑战。章元等 (2012) 则认为，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成本高、
人口多、出口受阻等原因优先发展农业未必是一个好的发展战略，而从结果来看，城

市偏向性政策支持下的工业化的确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研究，系统梳理了农业发展与结构变迁的关系。传

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农业生产率进步是结构变迁的基础”“没有农业发展的支撑制

造业等现代部门的发展就会受阻”。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种观点开始受到挑战，

一些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率进步并不总是会促进制造业增长。农业发展

可以支持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同时农业部门的扩张也可能挤出本地非农业活动，是否

考虑了经济体的开放性是理解这两种观点相互冲突的关键。“农业发展是结构变迁的

基础”这一传统观点隐含着重要假设，即经济体是一个有效的封闭系统。而在开放

的贸易体系中，由于价格主要形成于世界市场，依据比较优势原理，一国或地区丰富

的自然资源极有可能转化为 “劣势”而抑制结构变迁。
在中国，尽管经济学界及政府相关部门普遍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为

制造业等现代部门的发展提供基础原动力。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未遵循传统发

展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先农业 － 再工业 － 后服务业”结构变迁发展路径，而是坚持

走工业化之路。章元等 (2012) 认为，中国实际上走着一种 “结构主义”的增长道

路: 通过城市偏向政策推动工业化，在城市中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从而吸收大

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不仅没有降低农业部门的总产出，反而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

化，最终有利于推动整体经济增长。虽然实现了长达 30 多年的 “增长奇迹”，依然

有众多学者批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造成产业结构不协调、资源配置扭曲、城乡收入差

距不断扩大、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等问题。
601

2017 年第 1 期



随着中国步入经济“新常态”，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成为这一时

期的重要任务。如何正确认识和发挥农业在新时期中国结构变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

重要意义。根据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农业发展与结构变迁领域前沿文献进行的综述

研究，结合中国实际，本文引申出以下三个需要重点关注或研究的问题。
第一，从全球贸易角度来看，在国际贸易话语权不断增强的条件下，通过支持农

业发展并参与国际竞争，可能会改变中国当前的国际比较优势条件，从而对制造业、
服务业等现代部门的发展产生 “竞争性抑制”效应。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经济的可

持续增长是与产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现代部门转变高度相关的，隐

含着“农业无法主导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这一重要假设。因此，随着中国对外开

放力度不断加大，需要从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层面重新审视和研究农业部门的经济作

用，以便在各个产业之间合理配置有限资源，防止过度重视 ( 或忽视) 农业而损害

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二，从国内区域分工合作与竞争角度来看，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在与工业化地区

进行区际贸易时可能处于劣势一方，并在区域竞争中长期处于不利的境地，中央政府

应利用区域间调控来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农业区与工业区进行自

由贸易时，贸易条件往往会恶化。此外，农业区往往还承担着农业产业安全保障功

能。因此，从公平的角度，中央政府应予以承担农业产业安全的落后地区进行财政补

贴和政策倾斜，促进农业区与工业区协调发展。
第三，农业不仅涉及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政

治大国，如何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两个层面来综合分析农业发展与结构变迁的关系

也是学者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例如，基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考虑，2006 年，中国政府

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 18 亿亩耕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2008
年出台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 － 2020 年)》又重申要坚守 18 亿亩耕

地的“红线”。然而，18 亿亩耕地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可能会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问

题: 一方面，从土地资源使用的效率来看，东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发展农业已无足轻

重，对其土地使用进行严格限制可能会阻碍其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而影响长期经济增

长;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落后但具有条件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地

区，严格保留大量农业耕地可能会阻碍其工业化进程从而使其在区域竞争格局中处于

不利的境地。因此，中央层面的宏观调控就显得至关重要，一方面要考虑技术进步对

农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对耕地 “红线”进行动态调整，不能使其成为制约经济增

长的瓶颈;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农业主产区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财政补贴、工业化带

动农业现代化等手段支持落后地区快速发展，以达到既维护国家农业安全又促进结构

变迁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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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romoting or Ｒestraining?

NIAN Meng
(Ｒ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CAS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eview，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origin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of the two conflicting views o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economy is an effective closed system，traditional research believ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progress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new research shows that，under the open economy，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will have a
“crowd ou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such as local
manufacturing，thus restraining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although the
economic sector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but also the sour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other modern sector. However，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China has never followed the structural development path of
“agriculture—industry-service”as advocated by traditional developmental economists，but
insisted on taking the road of industrialization under the unstable agricultural foundation，and
achieved miracles of economic growth. Finally，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of this fiel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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